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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教育史分期新探

董 坤 玉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传统的教育史多依据朝代更替或者社会形态的分期方式对中国古代教育进行分期，这两种分期

方式所带来的共同弊病就是主观上割裂了教育史自身的发展脉络。教育从一产生就与政治、宗教裹合在一

起，与政治的关系更是贯穿于古代教育的始终。因此，从教育与宗教、政治的关系角度对中国古代教育史进

行分期，能够更为客观地展现教育在古代历史中的发展状态与趋势。以此为标准，中国古代教育史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古至春秋，是古代教育从孕育到产生的阶段；第二阶段：春秋至西汉，是教育的成长阶

段；第三阶段：西汉至隋唐，是教育走向成熟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教育虽然已经脱胎出母体，但是尚未成

形，仍然孕育在宗教与政治结合的体系之中；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教育虽然已经摆脱宗教的羁绊，但仍需附庸

于政治体系之中；第三阶段的特点是教育与政治紧密结合并从政治体系的附庸地位，挣扎着走向独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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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理论领域先后有过依据朝代更替、社
会形态、时代特征以及阶级斗争等几种有关教育史
的分期方法，当今学界尤以朝代更替①、社会形态②

两种分期方法较为普遍。后来又出现了以社会形态
为主，结合历史朝代顺序更替划分阶段的分期方
法③。以朝代更替的方法划分教育史符合人们关于
历史发展的习惯观念，但简单袭用历史朝代更替划
分中国教育史有着明显的弊端，不易反映教育历史
本身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以社会形态划分古代
教育史的方法也有着很大的不足，这种以社会发展
来划分教育史的做法，同样不能客观展现教育的自
身发展特点。按照教育自身的发展来划分教育史发

展阶段已成为当今教育史学界的共识［１］。

高明士先生曾经在《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之
《序言》中指出：“一部中国教育史，可以说是教育脱
离宗教范畴而与政治结合，后来又努力建立其独立
王国的历史。”［２］（Ｐ１）这个论断点破了中国古代教育
发展的实质进程，显示了高先生的深知卓见与非凡
的语言概括能力。整个中国教育史是教育随着人类
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逐步从宗教、社会政治、礼
乐制度等复杂交错的母体中孕育、成熟到脱离母体
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过程。确切一点，就是中国古
代教育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从上古至春秋。这一时期是古代教育从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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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孕育到产生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教育孕育
在宗教与政治结合的体系之中，尚未成形。第二阶
段：从春秋至西汉。这一阶段教育虽然摆脱了宗教
羁绊，由于尚未成熟，仍需寄生于政治体系之中。第
三阶段：从西汉至隋唐。教育与政治紧密结合并开
始从政治体系的附庸地位挣扎着走向独立。需要注
意的是，教育虽然开始走向独立，但从隋唐至清末历
经一千三百多年，这个独立过程才算完成，这个过程
是与科举制度的发展相始终的，当教育已经成长为
一个强大实体之时，政治才不得不放手。即使已经
获得独立，政治仍然不时地寻找时机对教育加以利
用或者干预，这种状况在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
依然存在。

一、第一阶段：上古至春秋时期 教育的
产生

三代以前这一阶段，教育与政治尚未成形，与宗
教、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这个时期的教育较为原
始，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生产生活经验、部落的军事和
管理经验以及宗教传统等。远古时期，在人类文明
产生以前，猿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不大，一切生存的
经验都是依靠本能，是在大自然的磨练中产生的，根
本不存在所谓的教育。教育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
步、文明的发展，人类把自身积累的生产生活经验教
授给其后代的行为。这些经验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经
验，随着文明的进步，各种宗教传统，部落的军事和
管理经验也随之传承下来，这些经验的传授都称为
教育。吕思勉先生在《燕石札续·古学制》中指出：
“盖在后世，宗教与学术恒分，而在古昔则恒合。吾
国古代之大学，固宗教之府也。”［３］（Ｐ１００）清末黄绍箕
在其所著《中国教育史》中总结了前人的一些观点，
也认为祭祀活动与教育活动是合为一体的。李国
钧、王炳照等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在第一章
《中国教育的起源》中认为，“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
型，巫是上古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４］（Ｐ３３－３９）。人
类最早的知识就是起源于巫师所传承的宗教。随着
文明的进步，教育部落成员以及商讨举行各种部落
大事开始有了固定的场所，这个场所被命名为成均
或大学。《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中讲，上古时
代教育、祭祀与社会活动尚未分开，在古代文献中所
记载的“成均”被认为是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大学”，
相传先王在“成均”用酒款待地位低贱的“郊人”，并
宣讲教令，举行一些集体性祭祀活动。“大学”是上
古先民举行社会教化———即有助于文明开化活动的

场所［４］（Ｐ４０），由此作者进一步推断：远古圣人治天下
之具皆出于学校，发布政令，养老，恤孤，审讯俘虏，
出征前誓师，集合众人共议狱讼，祭祀天地山川鬼神
与祖先，均在所谓“学校”举行。之所以各种活动都
在学校中举行，是因为这时各个部落的建筑，除了各
家独立的住房外，只有一个供部落成员聚会、部落首
领处理事务的公共场所，这个场所就叫“成均”或“大
学”。
三代时期，教育开始初具雏形，出现了我们通常

意义上的以培养后备官员为目的的教育。但这个时
期的教育仍然无法与政治分清界限，主要表现在教
育与其他国家事务的处理仍共用一所建筑—辟雍。
夏、商、周时期，各种国家大事仍然在一个共同的场
所进行，因为这个场所要承担举行祭祀、教化、教学
等活动的使命，因此依据其位置和用途，这个建筑物
又拥有很多的名称，如明堂、太庙、辟雍等。汉代的
达学通儒都认为太庙、大学、辟雍、明堂、灵台是“异
名而同事”。东汉末年学者蔡邕在《明堂论》中对此
有详细的论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
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
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
央曰太室。………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
中皆曰太庙，谨承天顺时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
前功百辟之劳，起尊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
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以明制度。……取其宗祀之
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
则曰太室；取其乡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
太学；取其四面之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
事，其实一也。”［５］（Ｐ７９９）东汉末学者卢植与其稍后的
颍子容也持相同的观点。清末黄绍箕在《中国教育
史》中认为祭祀活动与教育活动是合为一体的，他
说，明堂始于神农，祭神教民合于一室，故《淮南》谓
其‘养民以公’，又曰‘教化如神’，明神农施教于明堂
也，戴德曰‘明堂，辟雍是一物’；蔡邕曰‘明堂……大
教于宫’。后世明堂制度，详于神农，然其以明堂为
教化之所，实由神农开之［６］（Ｐ１４－１５）。由此可见，明堂
即辟雍，是祭祀的场所，也是举行教育活动的场所，
当时宗教、政治与教育是合为一体的。
但是三代之前从有虞氏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后代

称之为学校的专门场所，《礼记·王制》记载：“有虞
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
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
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孟子·
滕文公章句上》：“（四代）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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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何谓“学则三代共之”？
序、庠、学、校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文献通考》
卷四十一《学校考》对 “学”的解释是：“学，国学也。
共之，无异名也。”也就是说三代序、庠、学、校等虽然
名称不同，但是都具有共同的性质，就是用于教育后
代尊老敬贤活动的场所。这些学校与教授国子六
艺、举行释奠礼的学校性质不同，用于举行释奠礼、
教授国子的机构被称为国学。国学在三代有共同的
名称，就是“辟雍（即明堂）”。辟雍是三代大学的总
称，这一点申屠炉明在其文章中曾进行过考证［７］。
因为辟雍、明堂是同一所建筑，是发布各种政令的场
所，也就是说辟雍是发布有关教育政令、并教授国子
的场所，而校、序、庠则是具体的执行养国老、庶老礼
仪以及教育国人的场所。教育国子、举行祭祀活动
以及发布各种政令都在同一个机构———辟雍（或称
为明堂、太庙等），说明春秋以前教育与宗教、政治等
合为一体的性质。

二、第二阶段：从春秋至西汉 教育的成长

这一阶段是教育摆脱宗教羁绊，沦为政治附庸
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封建制度逐步确立，奴隶制度解体

的时期。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
世界认识能力有了提高，许多以前无法解释而归之
于宗教的现象不断得到合理的解释，于是在国家管
理活动中宗教的色彩日益减弱。随着私学教育的发
展、教师职业的专门化，教育自身也获得了发展，逐
步褪去了宗教的外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教育逐渐
与政治结合。此前，教育尚处于雏形。此时，教育自
身开始有意识的与政治结合，依靠政治发展壮大。
封建统治者努力把教育变为自己的统治工具。教育
与政治互利而存，而教育对政治的依赖性更强。
公元前７７０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中国历史进入

春秋时期。随着诸侯争霸、周王朝衰落，原来“学术
官守”、“学在官府”，贵族把持教育、垄断学术统治权
的状况被打破，礼不下庶人的严格等级差别逐渐消
失。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国学无法再维持下去，国学
教师流落他乡，“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
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
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篇）国学解体，教
育下移民间，出现了“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
下》）、帝术下私人的情况。这个时期各个诸侯国为
了招揽人才纷纷采取开明的社会政策，为学术发展

提供条件，各个诸侯国君采取各种笼络士人，招揽天
下贤才的措施促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私学大发展的
文化盛世，私学发展超过官学。
春秋时期代表知识分子阶层的士人诞生，他们

为了扩大学术影响，以获得从各种学术流派中脱颖
而出，进而达到入仕干政的目的，使教育开始产生与
政治结合的趋势。博士官的出现就是教育与政治结
合的例证。博士在先秦时代一般是对博学者的通
称，《说文》云：“博，大通也”；“通，达也。”《史记·循
吏列传》曰：“公仪休者，鲁博士也。”战国时郑同北见
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占
国策·赵策》）最晚至战国末，齐、魏、秦三国都设置
了博士官，此后“博士”由泛称变为官职名称［８］（Ｐ４１０）。
教育与政治的结合除了因士人自身的要求之外，还
源于各国国君治国理政以及称王图霸的需要。各国
国君纷纷吸收通达古今、有渊博见闻的博士充当参
谋或顾问。博士除了议政功能之外，仍然继续招收
弟子。《汉书·贾山传》记载贾山的祖父贾怯，“故魏
王时博士弟子也”。但这时博士招收弟子属于私人
行为，不是国家规定的博士职责，属于私学性质。春
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国君笼络士人的最终目的是在

诸侯争霸战争中吞并他国，或者免于被吞并，他们并
未把注意力投放在官学的教育上。这个时期诸侯官
学少见于记载就是明证，黄绍箕在《中国教育史》中
说：“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学、校、庠、序废坠无闻，而
春秋二百四十年中诸侯学校之制见于经传者，亦只
鲁僖公之立泮宫（《毛诗·泮宫序》）、郑子产不毁乡
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二事。”［６］（Ｐ１５２）春秋战国时
期官学教育的衰败状况一直延续到秦，秦代以吏为
师，推行法制，没有设立官学，但是保存了博士官的
设置，博士也依旧招收弟子，私下传授，秦始皇时有
博士七十一人，秦二世时有博士诸生三十余人④，博
士在秦代兼有了教师与官员的双重身份。教育对政
治的依附作用也通过博士来体现。博士依靠政治力
量来争夺学术统治权的斗争在东汉时期经今、古文
之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教育依附于政治的
原因就在于教育自身的不完善，只有依附政治才能
获得生存发展下去的机会。

三、第三阶段：从西汉至隋唐 教育走向
成熟

这一阶段教育与政治进一步结合，并逐步从政
治体系的附庸地位，挣扎着走向独立。这一阶段是
教育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时期，治世注重教化，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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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也被统治者深刻认识，控制教育权、掌握学术话
语权对君主专制有着莫大的作用，于是通过控制官
学教育、取士标准，对教育加以控制，政治对教育的
控制欲增强。教育由一种教化方式变成专制统治的
附属。汉武帝正式为博士置弟子员，博士成为学官，
标志着教育与政治的进一步结合，教育正式被政治
所左右。儒学的政治化即为其表现。另一方面，随
着教育自身的不断成熟，逐渐产生了独立的倾向，随
着教育的下移民间，特别是教育对象层级的下移，私
学教育成为一种大潮流。
唐代正式将国子监从太常寺的隶属部门转为礼

部下属独立的教育机构，是古代教育开始走向独立
的标志。汉武帝以前，官学只是被看作是社会教化
机构，以教授礼乐为主，“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
而知朝廷君臣之礼”⑤。吕思勉先生在《燕石札续·
学校由行礼变为治经》中说：“古之言学校者，皆重行
礼视化，非重读书讲学问也。”［３］（Ｐ１５３）汉武帝元朔五
年之诏，犹曰：“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
甚闵焉。……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
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⑥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
后，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流派，儒家经典也成
为官学内法定的唯一的教授内容。但此时被独尊的
儒术已经是经过叔孙通、董仲舒等人改造之后的儒
学。这个改造是为了取得学术统治地位，向着迎合
封建统治的方向进行的。例如叔孙通制定汉朝仪，
就是对古礼做了一番删改，后来他又撰写《汉仪》，也
是在前代礼仪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的［８］（Ｐ４５１）。经
改造，儒学终于登上汉王朝学术至尊位置。儒学的
改造在以后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与玄学、佛
学等其他学派斗争融合，不断适应向着新的政治需
要的方向进行改革完善。汉武帝设立太学之后，太
学的教学内容就从教授礼乐转变为以儒家经典为

主，培养目标逐渐由实现教化演变成以封建统治培
养输送后备官员为目的。随着官学范围的扩大和教
育体制的逐渐完备，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官员培养
的教育网。这个过程也是儒学政治化的过程，儒学
政治化是通过士大夫的行为体现的，“西汉士大夫固
守‘天下为公’的理念，忠君意识淡漠，以师道和言灾
异制衡皇权，以“王道”改造政治；学术上兼容，学以
致用，侧重于整理经典和阐释义理。东汉士大夫则
忠君意识强化，师道式微，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缺
乏道德的自我约束；学术上思想谨固、保守，重视考
释、注疏和训诂。”［９］东汉以儒学为主的教育，沦落成

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如果说之前教育实现社会
教化的目的尚且不带有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的话，
那此时完全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服务则使得教育彻

底地沦为政治体系的附庸，变成为君主专制统治的
工具。但教育之所以甘心被政治所左右，除了政治
强大这个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其自身还没有
成熟到一定程度，这个依附于政治的过程，有利于教
育在政治统治的荫庇下得到充足的养分和有利的发

展环境，加速自身体系的健全和制度的完善。一旦
教育有足够的实力挣脱政治的束缚，便会寻求自身
的发展，走向独立，历史证明这个过程是极其漫长
的，这条漫长道路的起点是从唐朝开始的。
先秦时期祭祀与教育是合为一体的，因此教育

事务的管理从古代传统观点看来，应该由“礼”官体
系负责。《尚书》记载舜时由秩宗掌天、地、人三礼，
《周礼》中春官为礼官，其长官称为大宗伯。秦朝时
称奉常，兼管礼仪祭祀和宗室事务，汉代因袭秦朝，
后另设宗正管理宗室事务，奉常改称太常，时间在景
帝中元六年（１５４年），《宋书·百官志上》记：“景帝
中六年，更名曰太常。应劭曰：‘欲令国家盛大常存，
故称太常。’前汉常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后汉不
必列侯也。”⑦《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了太常的职
掌：“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礼仪祭祀。
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选试博
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⑧可
见太常卿是国家最高的典礼官。文教事务是太常兼
管的一个方面，且集中在博士的考察选用和博士弟
子的选拔录取方面，因此《汉书·百官公卿表》将博
士列为太常的属官。由于掌握了太学学官的选用和
学生的招生工作，太常就控制了太学行政事务的主
要方面。不过严格说来，博士并非完全从属太常，更
多的情况是朝廷通过考核选拔程序来录用。一直到
唐代之前，太学或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均处于太常的
管辖之下。汉代之所以由太常管理太学，原因就在
于自三代以来国学就是培养国子的场所，国子即指
王的宗亲弟子等，“（师氏）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
子弟学焉。”（《周礼·地官司徒》）而汉初是由太常管
理宗室事务，因此，主掌宗室教育的太学就理所当然
的由太常管理。另外，古代国学的职责主要是教授
国子礼乐，故而《汉志》曰：“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
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太学是教授礼乐的部门，故
而由太常管理。
随着教育走向成熟，国学的职能逐步从教授礼

乐而转变为教授儒家经典，培养国家后备人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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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的功能实际已经名存实亡，人们的理念也随之
而改变。既然国学的培养目标已经改变，没有理由
再由主管礼仪的太常寺负责，唐代国子监正式从主
管宗教礼法事务的太常寺统辖下分离出来，即是教
育制度自身成熟完善的反映。唐太宗贞观元年（６２７

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⑨，将国子监从太常寺的统
属下解放出来，依旧置祭酒总管国子监的教育行政
事务，从此，国子监不再隶属太常寺，转而由礼部统
属，标志着教育开始了走向独立的进程。

注释：

①　以王凤喈著《中国教育史大纲》（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为

代表，该著作以中国自古至今的教育分为周代及周代以前、春

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代、近代等时期。

②　以陈青之著《中国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为

代表，在这本著作中，作者将自古至今的中国教育分为四期：即

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封建时代（西周至东周）、半封建教育时代

（自秦汉至清）、初期资本主义时代（鸦片战争至南京政府成立）。

③　以祁森焕著《中国教育史》（山西师范学院１９５３年油印本）、毛礼

锐等著《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为代表。

祁先生将古代教育时期分为原始公社时代、奴隶制度时代、封

建制度时代三个时期。毛礼锐等所著《中国古代教育史》把中

国古代教育分为远古至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秦汉时

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明时期、明清之际到

鸦片战争之前等几个时期。

④　参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⑤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１１２２页。

⑥　《汉书》卷六《武帝本纪》，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⑦　《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第１２２８页。

⑧　《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五《百官志》，第３５７１页。

⑨　《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第１７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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